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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护理实践中广泛存在成对关系，双方在疾病应对与健康管理中相互依存，构成数据的非独立性，对传统

统计方法构成挑战。共同命运模型(Common Fate Model, CFM)通过潜变量将分析单元从个体层面提升

至二元层面，为分析共同影响因素提供了方法论工具。本文系统回顾了CFM的概念与统计原理，梳理其

在家庭、心理及健康领域的应用现状，总结CFM在护理领域的研究进展与局限。当前CFM在护理领域应

用尚处起步阶段，面临场景局限、关系类型单一及测量工具匮乏等瓶颈。未来应围绕慢病共管、护患联

盟等典型场景开发本土的共享构念测量工具，引入纵向与中介设计，推动分析重心从个体效应估计走向

共享构念建模，为回应护理实践中双方互动与共适应的分析需求提供方法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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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yadic relationships are pervasive in nursing practice, where two parties are interdependent in 
disease coping and health management. This interdependence produces non‑independent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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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ing conventional statistical methods. The Common Fate Model (CFM), through latent varia-
bles, elevates the unit of analysis from the individual to the dyadic level, offering a methodological 
tool for examining shared influencing factors.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conceptual 
and statistical foundations of CFM, summarizes its current applications in family, psychological, and 
health‑related research, and discusses its progress and limitations within the nursing domain. At 
present, the application of CFM in nursing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constrained by limited scenarios, a 
narrow range of relationship types, and a shortage of appropriate measurement instruments. Fu-
ture efforts should focus on developing locally adapted instruments for shared constructs, incorpo-
rating longitudinal and mediation designs, and shifting the analytical emphasis from individual‑level 
effect estimation to shared‑construct modeling, particularly in typical caregiving contexts such as 
chronic illness dyadic management and nurse‑patient therapeutic alliances. These steps will pro-
vide methodological support for addressing the analytical demands arising from mutual interaction 
and co‑adaptation in nursing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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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护理学的核心关切不仅在于患者个体，更在于患者所嵌入的家庭与照护系统[1] [2]。随着生物–心理–

社会医学模式的深化和家庭系统理论的推广[3] [4]，成对关系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在护理场景中，成对关

系广泛存在：患者与配偶共同面对疾病带来的生理、心理与社会挑战[5]；患儿与父母在疾病管理过程中

相互影响[6]；护士与患者在持续的治疗性互动中建立以互惠性为特征的治疗性关系，双方的认知、态度

与行为在关系中相互塑造、彼此依存[7] [8]。这些关系中，一方的感知、态度与行为既受对方影响，也影

响对方，由此形成数据的非独立性。成对数据的非独立性对传统统计方法构成挑战。按独立数据处理，

会低估协方差、增加 I 类错误并降低统计功效[9]。主客体互倚模型(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 
APIM)是目前国内护理研究中处理成对数据的主流方法，其核心假设是在二元关系中，一方的预测变量

即可以影响自身的结果(主体效应)，也可能影响另一成员的结果(客体效应)。然而，APIM 虽在二元层面

提出研究问题，但其分析仍停留在个体层面，无法充分捕捉影响双方的共享构念(Shared constructs) [10]。
共同命运模型(Common Fate Model, CFM)正是针对这一问题的方法论回应，当分析对两个成员均有影响

的共同变量时，CFM 优于 APIM [10]-[12]。目前，CFM 在心理学和家庭研究领域已有较成熟的应用，但

在护理领域尚处于起步阶段。国内已有综述主要聚焦 CFM 的方法论介绍及其在家庭领域的应用，尚缺乏

针对护理情境的系统梳理与方法学反思。本文在系统介绍 CFM 概念与统计原理的基础上，重点分析其在

护理领域的应用价值与适用条件，总结现存局限并展望未来方向，以期为护理学者合理选择与应用 CFM
提供方法学参考。 

2. CFM 概述 

2.1. CFM 的基本概念 

CFM 由 Kenny 于 1996 年提出，是成对数据非独立性三种来源模型之一。Kenny 将成对数据的非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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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性来源归纳客体效应、相互影响与共同命运[11]：客体效应指个体的特征或行为影响对方的结果；相互

影响指双方的结果互相直接影响对方；共同命运则指双方暴露于相同因果关系。CFM 正是为捕捉第三种

非独立性来源而设计。CFM 又可称为潜变量群组模型(Latent Group Model, LGM)。在 CFM 标准模型将变

量关系分为两个层次：一个二元水平上的关系(潜变量 X 到潜变量 Y 的直接效应)和两个个体水平的关系

(误差协方差)。潜变量反映的是关系中个体共享的“共同命运”。其基本假设是：双方分数的共变源于二

元水平因素，即双方并非直接相互影响，而是受共同外部因素或共享关系特质影响。CFM 的模型路径见

图 1。 
 

 
Figure 1. CFM standard model path diagram 
图 1. CFM 标准模型路径图 

 
在统计建模上，CFM 由两个潜变量组成，每个潜变量由两个成员的观测指标来衡量。每个成员的数

据作为一个指标进行分析，所有因子负荷均固定为 1，以实现模型识别。共同命运变量通常被建模为连续

潜变量，以便更有效地捕捉两个成员之间的共享路径与负荷关系。该模型可通过 Mplus、Amos、R 等结

构方程建模软件实现。 

2.2. CFM 的应用条件 

使用 CFM 之前应满足两个核心条件。第一，共同命运变量必须是对两个成员均产生影响的变量，代

表一种由双方共同感知或表现出来的共享心理或社会特质；第二，可观察到的测量值必须是潜在共同命

运变量的可靠指标，即两个成员的观测指标之间存在足够高的相关性[10] [13] [14]。在具体操作层面，研

究者需检验伙伴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是否达到统计分析的基本要求。Ledermann 与 Kenny 建议相关性至少

不低于 0.20，以保证模型的可识别性，更为严格的标准则要求相关性达到 0.50 以上[12]。在结构方程模

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中，标准化因子载荷不低于 0.70 通常被视为测量指标具有良好可靠

性的经验标准[10] [14]。标准化因子载荷的平方表示潜变量对指标方差的解释率，即该指标的可靠性估计。

可靠性越高，误差方差越小，该指标越能代表潜变量。在具有两个指标的测量模型中，两个标准化因子

载荷的乘积等于两个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因此，若要达到可靠的指标，二元内的相关性必须达到中等到

高的水平，即解释的方差为 0.5 或更高；相应地，当两个标准化因子载荷均达到 0.70 以上时，指标间相

关性约为 0.50，与上述严格标准一致。若相关性很弱，则表明没有充足证据证明存在共同的潜在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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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重要概念是二元组的可区分性[10] [13]。可区分的二元组指两个成员可以通过某些变量彼此区

分，如通过性别或角色进行区分；不可区分的二元组则无法通过此类特征区分，如同性伴侣[12]。CFM 是

一个自由度为零的饱和模型，对于不可区分的二元组需要对拟合统计量进行额外约束和调整，即将两个

截距、两个误差方差项、两个误差协方差设置为相等[12]。 

2.3. 样本量要求 

CFM 作为 SEM 的一种，其参数估计与模型拟合对样本量有一定要求[13]。目前文献中尚无专门针对

CFM 的独立样本量计算公式，研究者可参照 SEM 的通行标准进行估算[15]。一般建议二元组样本量不少

于 100~150 对，200~500 对更为理想；也可依据观测变量与样本量的比例进行估算，每个观测变量建议

对应 10~20 个二元组。CFM 标准模型结构较为简洁，对样本量的需求相对较低；但对于包含中介效应、

调节效应或纵向设计的拓展模型，建议适当增大样本量以保证统计检验力[15] [16]。此外，二元组的可区

分性也会影响模型的参数估计效率，不可区分的二元组因需额外约束参数，理论上对样本量的要求略高

[13]。 

2.4. 模型拟合评价 

CFM 的模型拟合评价采用 SEM 的通用指标体系[13]。常用拟合指标包括：卡方与自由度之比(χ2/df)、
比较拟合指数(CFI)、Tucker-Lewis 指数(TLI)、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以及标准化残差均方根(SRMR)。
各指标的建议判断标准为：χ2/df < 3 表示可接受，<2 表示拟合良好；CFI 和 TLI ≥ 0.90 为可接受，≥0.95
为优秀；RMSEA < 0.08 为可接受，<0.05 为优秀；SRMR < 0.09 为可接受，<0.05 为优秀。 

2.5. CFM 与 APIM 的差异与选择 

APIM 与 CFM 虽同属成对数据分析方法，但其理论假设、分析层次与适用场景存在本质差异。APIM
关注的是主体效应和客体效应，即个体的预测变量如何影响自身的结果，同时也影响对方的结果。在 APIM
框架下，成对数据的非独立性来源于个体之间的相互影响，个体 A 通过客体效应作用于个体 B，反之亦

然。因此，APIM 适用于自我参照或伴侣参照的变量，其测量题项以“我”或“我的”为主语，反映的是

个体的态度、信念与行为。APIM 的模型路径见图 2。CFM 则不同，它将分析单元提升至二元整体层面，

两个成员的观测值被处理为二元层面潜变量的测量指标；其相互依赖不源于直接相互影响，而源于共同

因果因素。 
 

 
Figure 2. APIM standard model path diagram 
图 2. APIM 标准模型路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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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层的理论辨析在于方差分解的临床护理学意义。在 CFM 框架下，协方差被精确分解为共享方差

(Shared variance)与独特方差(Unique variance)。共享方差反映的是护患双方在同一构念上的共识或共同暴

露于相同因果因素的部分，其值越高，表明双方的感知趋同、相互嵌入程度越深；独特方差则反映某一

方特有的感知偏差或个体化体验。若共享方差高，提示问题源于双方共同面对的系统障碍或一致理解偏

差，干预应针对二元共享构念；若独特方差高，则问题主要来自单方认知或沟通，干预应针对个体。由

此可见，APIM 与 CFM 的差异不只在于分析单元的不同，更对应着迥异的临床干预靶点：前者以个体效

应为撬动点，后者以二元系统为干预单元。模型选择应回归研究问题：若研究关注的是一方如何影响另

一方时，APIM 是合理选择；若研究关注的是双方共同建构的关系实体如何塑造健康结局等共同层面的问

题时，CFM 在理论上更为适配。 

3. CFM 在相关领域的应用现状 

3.1. CFM 在家庭与夫妻关系研究中的应用 

CFM 的方法论基础与实证效度在家庭研究与夫妻关系研究中得到较为充分的检验。在夫妻关系领域，

现有研究已从单一的相关分析逐步拓展至中介机制检验。Preotu 等[17]与 Brown 等[18]分别从伴侣沟通质

量与性态度一致性两个视角验证了共享层面的关系特质对婚姻满意度的中介传导路径；Quirk 等[19]则将

CFM 引入夫妻治疗情境，初步证实共享联盟体验对治疗结局具有预测效力。上述研究的共同逻辑在于：

将夫妻双方评价中的共享成分作为二元层面的核心预测变量，在关系层面检验假设。在亲子关系与家庭

功能领域，CFM 的应用同样呈现出从横断面设计向纵向设计、从核心家庭向多元家庭结构拓展的趋势。

刘怡婷等[20]将 CFM 引入本土家庭研究，考察了家庭整体婚姻质量对父母协同养育的跨层影响；Gao 等

[21]进一步采用纵向设计，揭示了亲子沟通质量通过亲子信任关系对父母教育焦虑的间接作用。Pivetta 等

[22]与 Choi 等[23]则将分析对象拓展至母子二元组与祖母–成年子女跨代二元组，为 CFM 在非传统家庭

结构中的适用性提供了初步证据。上述家庭与夫妻研究虽情境各异，但以共享构念替代个体评分作为二

元层面分析单元的方法学逻辑，对护理领域的夫妻或亲子二元研究具有借鉴价值。 

3.2. CFM 在患者–照护者/配偶二元研究中的应用 

尽管 CFM 在健康相关领域的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已有研究在脑损伤康复、慢性传染病及儿科慢

性病照护等场景中初步验证了其可行性。梳理现有文献，CFM 在患者–照护者/配偶二元研究中的方法论

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一，将理论驱动的二元构念纳入 CFM。付文娟等[24]以共同二元应对为共享构念，证实其对脑损伤

患者夫妻的婚姻满意度和生活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Hou 等[25]在 HIV 血清不一致夫妻中发现

共同二元应对中介了“我们–疾病评估”与关系满意度及生活质量的关系。两项研究虽情境不同，但均

将 Bodenmann 的系统交互模型操作化为 CFM 中的共享潜变量，为理论驱动的二元构念在健康情境中的

实证检验提供了方法学路径。二，推动 CFM 从横断面设计向纵向密集追踪设计拓展。Hou 等[25]在横断

面研究基础上，进一步采用多水平共同命运中介模型结合 14 天日记研究设计，将分析层级从二元间拓展

至二元内日常波动层面，验证了共同二元应对对于每日生活质量及关系满意度的即时中介效应，为 CFM
在健康领域的纵向应用提供了范例。三，实现二元层面共享效应与个体层面独特效应的同步估计。Shih
等[26]在镰状细胞病患儿与父母的二元分析中，同时构建了二元层面的疼痛灾难化共享潜变量与个体层

面的疼痛灾难化观测变量，发现二元层面的共享效应对儿童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预测效应量远大于个体

层面的独特效应，揭示了单纯聚焦个体层面可能低估干预靶点重要性的风险。 
上述研究直接以患者与照护者/配偶为分析对象，其研究结论提示了双方共享的疾病评估或协同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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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对健康结局的解释力往往不亚于甚至超过个体层面的因素，护理干预不应仅着眼于患者或照护者单

方，而应将“患者–照护者/配偶”二元整体作为基本的干预单元。 

3.3. CFM 在治疗联盟二元研究中的应用 

治疗联盟(Therapeutic Alliance)是指专业助人者与服务对象之间基于治疗目标共识、任务协作及情感

联结而建立的合作关系[27]。该概念虽起源于心理治疗领域，但其应用已拓展至任何“求助者–助人者”

互动情境，如护患、医患等多元健康照护关系中，为 CFM 在专业助人关系中的运用提供了理论接口。 
在治疗联盟的量化研究中，CFM 的方法学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验证了共享联盟体验对治

疗结局的预测效力。Quirk 等[19]以 93 对接受夫妻治疗的伴侣为样本，发现报告更高共享联盟体验的夫

妻更可能获得更好的治疗结局，在治疗情境中证实了 CFM 提取二元共享成分的可行性。二是推动 CFM
从横断面相关分析向纵向预测与中介机制检验拓展。Wu 等[28]基于同一批治疗师–来访者会谈数据，将

CFM 与交叉滞后面板模型相结合，发现治疗师与来访者对治疗存在感的共享感知可显著预测双方对会谈

质量的共享感知，但工作联盟的共同感知并未中介这一关系，为 CFM 在治疗联盟中的纵深应用提供了方

法学示范。 
上述研究的方法论贡献在于：将 CFM 从亲密关系情境迁移至专业助人关系情境，证明了即使在角色

功能高度分化的不对等二元关系中，双方的共享感知同样可通过潜变量建模加以提取并预测临床结局。

护患关系同样具有角色不对等、互动周期有限的特征，治疗联盟研究中已验证的 CFM 建模策略对护理研

究具有直接的方法学参照价值，为探索护患双方对护理目标、照护决策或治疗共识的共享感知如何影响

临床结局提供分析路径。 

4. CFM 在护理领域的适用性、不足与展望 

4.1. CFM 在护理研究中的适用性分析 

CFM 与护理研究具有理论适配性。一般系统论与家庭系统理论指出，家庭作为有机整体，其运行逻

辑不能简单还原为个体成员的线性加总[3] [4]；相互依赖理论亦强调关系双方的行为、认知与情感在持续

互动中相互交织、彼此塑造[7]。Bodenmann 的系统交互模型将二元应对界定为双方相互依赖、动态演变

的协作过程[29]。上述理论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判断：当研究问题本身具有二元属性时，分析单元必须相应

提升至二元层面，而非以个体层面的统计方法来替代。 
CFM 将患者与照护者的配对数据纳入统一模型，从双方评分中剥离出共享成分与个体差异，恰好为

这一理论预设提供了对应的统计实现路径。CFM 的方法论优势见于四类情形：① 面对同时作用于双方

的应激事件时[24] [25]，CFM 可捕捉双方感知与情绪反应的相互依存；② 当双方共享相同的家庭生态或

住院环境时[20]-[22]，CFM 能够将情境效应与个体特质效应加以分离；③ 对于照护关系质量、家庭亲密

度等关系层面构念，CFM 可通过潜变量提取共享成分，在统计操作上呼应了“关系实体”的理论概念[17] 
[19] [20]；④ 共同二元应对、协同照护决策等以“我们”为执行单元的协作行为[10] [24] [25]，CFM 提

供了较个体层面分析更为合理的检验框架[11] [12]。然而，上述适配性仅停留在理论层面，CFM 的实际

应用仍面临诸多现实约束，其中测量工具与共享构念的操作化问题尤为突出。 

4.2. CFM 在护理领域应用的不足 

CFM 在健康相关领域的应用虽已初步展开，但在护理领域的应用仍处于起步阶段，仍存在若干不足。 
在应用场景上，现有研究集中于脑损伤康复、HIV 照护和儿科镰状细胞病等少数情境，在肿瘤照护、

心血管疾病、慢性病管理等护理核心领域尚属空白。这些疾病领域具有鲜明的二元特征：患者与照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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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共同的疾病应激源，需协同症状监测、治疗决策和生活方式调整，并且已有大量的 APIM 相关研究。

但若从共享构念的角度重新审视，特别是在研究双方对疾病的共同认知、共同应对及导向的共同结局等

本质上属于二元层面的变量时，CFM 在方法论上具有比 APIM 更为适配的理论基础，但其适用性虽具备

理论依据，尚缺乏实证检验。 
在二元关系类型上，现有研究多以患者–照护者/配偶为分析单元，护患关系这一护理学科最具辨识

度的成对关系鲜有涉及。但护患关系存在权力不对等这一特殊性，护士易受社会赞许性影响高估沟通效

果，患者亦可能因依赖回避负面评价；CFM 默认双方指标对称，非对称评分可能使潜变量偏向强势方。

此外，现有研究直接借用 Bodenmann 的系统交互模型作为理论分析，但该理论模型预设对等互动与互惠

应对，该预设在患者–照护者/配偶等对等关系中具有合理性，但在护患关系中“指导–协作”或“支持–

接受”这类单向互动逻辑里存在错位，模型迁移的可行性尚需论证。 
在互动周期上，CFM 在夫妻研究中的有效应用建立在双方长期稳定的情感联结与互动历史之上；而

护患关系多为短期、任务导向，双方形成稳定共享构念所需的时间不足，单次横断面测量所提取的共享

方差可能只是暂时的情境性共识，而非长期稳定的关系性共识。这要求研究者审慎评估数据收集节点是

否处于双方共享认知趋于稳定的阶段，或通过重复测量设计捕捉共享构念的动态演变过程。 
在测量指标上，目前国际上有研究开始开发专门适用于 CFM 的共享构念测量工具[30]，以及在亲密

关系研究中采用伴侣双方每日日记配对设计。然而，国内护理领域尚缺乏经过跨文化调适和信效度检验

的本土化共享构念测量工具，这限制了 CFM 在国内护理研究中的推广与深度应用，也是当前制约 CFM
在护理领域应用的核心瓶颈。尽管 CFM 在理论层面能够提取双方评价中的共享成分，但这一提取过程有

严格的测量学前提。现有护理量表多基于个体自我报告，直接用于 CFM 等于默认双方评分是同一共享潜

变量的两个指标，这一假设在理论上难以成立，在实证中会导致双方评分相关性过低而导致模型无法识

别，标准化因子载荷难以达到经验阈值，共享潜变量便无法被可靠提取，采用 CFM 分析则存在测量工具

与统计模型的理论假设不匹配的问题。因此，测量工具开发需严谨流程，至少包括：基于关系层面理论

界定构念内涵，生成以“我们”为主语的条目池；通过专家评定与认知性访谈检验条目的二元指向性；

在配对样本中检验 rWG 与 ICC，确认个体评分可聚合为二元层面共享构念；采用多层次验证性因子分析

检验共享构念的结构效度；并检验患者与照护者、不同角色二元组之间的测量等价性。只有在上述测量

学证据充分的前提下，CFM 的潜变量提取才具有实质意义。 

4.3. CFM 在护理领域应用的前景与展望 

护理学科的研究视角正经历从以患者为中心向以家庭为中心的逐步拓展[31]。这一转变的理论基础

在于：疾病与康复并非孤立于个体内部的生物医学事件，而是嵌入患者所处的家庭与照护系统之中[32]。
无论是慢病管理中的联合决策、急危重症时的共同面对，还是康复护理中的协同应对，患者与照护者均

暴露于共同的应激源，并在此过程中形成相互依存的评价与行为模式。这些现象的本质决定了分析单元

不应局限于个体，而应提升至二元层面[12]。CFM 正是回应这一需求的方法学工具，它通过潜变量提取

双方评价中的共享成分，使“二元作为整体”的实证分析成为可能[11] [12]。然而，应用场景有限、关系

类型单一、理论框架移植、测量工具匮乏、研究设计单一制约了该方法在护理研究中的深度推广。因此，

未来研究可从总体推进方向与具体研究设计两个层面加以展开。 

4.3.1. 总体推进方向 
在应用场景上，应优先选择具有共享暴露或共同评价特征的护理领域。肿瘤照护[33] [34]、心血管疾

病[35]及慢病管理[6] [36]等场景中，患者与照护者共同面对疾病应激源，需要协同进行症状监测、治疗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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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与生活方式调整，已积累较多 APIM 研究成果，具备将分析层次从个体效应提升至二元共享效应的数

据基础。在二元关系类型上，应将分析视野从血缘纽带拓展至专业照护关系。护患关系是护理学科最具

辨识度的成对关系，但其权力不对等、互动周期有限，CFM 的适用性需在理论层面充分辨析，并借鉴治

疗联盟领域的方法学经验。在理论框架上，应避免直接移植预设对等互动与长期情感联结的夫妻关系理

论，需探索适配护理情境的解释模型，确保理论前提与统计假设的内在一致性。在研究设计上，应推动

CFM 从横断面分析向纵向与机制研究拓展。共同命运中介模型可在二元层面检验共享构念之间的传导机

制，共同命运增长模型则可直接刻画患者–配偶双方共享构念的演变轨迹[10]。在测量工具上，应关注以

“我们”为主语的共享构念测量工具的开发和跨文化调适，为 CFM 在国内护理研究中的应用提供测量

学基础。上述方向仍需落实到具体研究问题与分析设计中。以下以肿瘤照护为例，提出基于 CFM 拓展模

型的假设性研究设计，以期为后续实证研究提供可操作的参考。 

4.3.2. 示例性研究设计：肿瘤照护中的共同命运中介模型与增长模型 
1) 研究问题与共享构念 
肿瘤患者与配偶共同暴露于诊断、治疗副作用、复发恐惧和生活重建等应激源，在症状监测、治疗

决策和情感支持中高度相互依赖。现有研究多采用 APIM 开展相关研究，但若研究问题指向双方共同感

知的疾病威胁、共同应对方式或共享生活质量，CFM 更具理论适配性。据此，可提出如下假设性研究问

题： 
研究问题 1：在肿瘤患者–配偶照护者二元中，双方共同感知的疾病不确定感是否通过共同二元应对

影响共享生活质量？ 
研究问题 2：若采用纵向设计，共享疾病不确定感与共同二元应对的初始水平和变化斜率，如何预测

共享生活质量的纵向轨迹？ 
设计纳入三个 CFM 共享构念：共享疾病不确定感 X、共同二元应对 M、共享生活质量 Y。患者与配

偶构成可区分二元组，建模时需考虑角色差异。上述构念能否作为共享潜变量进入 CFM，取决于双方评

分的聚合适当性与测量等价性。 
2) 研究假设 
基于上述共享构念的操作化，可进一步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共享疾病不确定感对共同二元应对具有负向预测作用； 
H2：共同二元应对对共享生活质量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H3：共同二元应对在共享疾病不确定感与共享生活质量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H4：在纵向层面，共享疾病不确定感的下降斜率通过共同二元应对的上升斜率，进而促进共享生活

质量的正向变化斜率，即存在共同命运增长中介效应。 
其中，H1~H3 对应横断面共同命运中介模型，其假设路径示意图见图 3；H4 对应纵向共同命运增长

中介模型，其假设路径示意图见图 4。 
3) 研究设计 
采用三时点纵向配对设计，以肿瘤患者–配偶为分析单元，样本量参照 SEM 标准，纳入 200~300 对

可区分二元组，并按约 20%失访率扩大招募。 
测量工具优先选用已有的共享构念测量工具。若用个体量表，建模前须检验 ICC、rWG、标准化因

子载荷 ≥ 0.70 及双方评分的相关系数 ≥ 0.20；不达标则退回 APIM，而非强行使用 CFM。若原量表以个

体自我报告为主语，不能简单将其改写为“我们”主语，而应重新进行关系层面理论界定、条目生成、

专家评定、认知性访谈及多层次验证性因子分析，以确保共享构念的测量学质量。 

https://doi.org/10.12677/ns.2026.1510330


张茂晴 等 
 

 

DOI: 10.12677/ns.2026.1510330 96 护理学 
 

 
注：X 为共享疾病不确定感，M 为共同二元应对，Y 为生活质量；X_P、X_S 分别为患者与配偶的疾病不确定感观测

指标，M_P、M_S 分别为患者与配偶的共同二元应对观测指标，Y_P、Y_S 分别为患者与配偶的生活质量观测指标；

e_XP、e_XS 等为各观测指标的误差项；所有因子负荷固定为 1；a 为 X → M 路径，b 为 M → Y 路径，c'为 X → Y 直

接路径；a × b 为中介效应。患者与配偶为可区分二元组，建模时需检验测量等价性与角色约束。本图为为假设性研

究设计，非实证结果。 

Figure 3. Tumor care dyadic common fate mediation model (Hypothetical research design)  
图 3. 肿瘤照护二元共同命运中介模型(假设性研究设计) 
 

 
注：T1~T3 分别代表三个测量时点；底部椭圆代表由 T1~T3 纵向数据估计的共享构念(共享疾病不确定感 X、共同二

元应对 M、生活质量 Y)。为简化图面，省略了各时点患者与配偶的具体观测指标、误差项及时间点测量模型。共享

X 截距/斜率通过 a 路径(a_int, a_slope)影响共享 M 截距/斜率，进而通过 b 路径(b_int, b_slope)影响共享 Y 截距/斜率；

c'_int 与 c'_slope 为 X 到 Y 的直接效应；a × b 为中介效应。本图为为假设性研究设计，非实证结果。 

Figure 4. Tumor care dual common fate growth mediation model (Hypothetical research design)  
图 4. 肿瘤照护二元共同命运增长中介模型(假设性研究设计) 
 

统计分析可采用 Mplus 构建 CFM。患者与配偶观测指标进入同一共享潜变量，因子负荷固定为 1。
其采用偏差校正 Bootstrap 检验共享构念之间的中介效应，并报告相关的拟合指标。在纵向设计中，可将

各时点的共享潜变量进一步建模为截距与斜率，检验共享 X 截距/斜率 → 共享 M 截距/斜率 → 共享 Y
截距/斜率的链式中介路径。因患者与配偶为可区分二元组，建模时按角色设定负荷与截距。 

该示例表明，CFM 不仅能用于横断面共享构念建模，还可通过共同命运增长中介模型刻画患者–配

偶共享构念的动态传导，为肿瘤照护二元干预提供靶点。需要强调的是，任何 CFM 应用都应以共享构念

的测量学检验为前置条件；若双方评分相关性不足，应审慎退回 APIM 或其他个体层面分析方法，避免

方法学倒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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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小结 

CFM 将分析单元从个体提升至二元层面，为护理研究中普遍存在的成对数据非独立性问题提供了契

合理论预设的分析路径。目前 CFM 在护理领域的引入尚处于起步阶段，现有研究在应用场景广度、关系

类型多样性、理论模型适配性及研究设计纵深性等方面均有明显拓展空间。未来研究应立足护理情境的

特殊性，在理论建构、方法创新与工具开发上协同推进，以充分发挥 CFM 的方法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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